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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产业协作何以有效:
来自穗黔刺梨产业协作的观察

谢治菊,孙　 勇,梁　 琴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东西部产业协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助力,旨在推动共同富裕和区域协调发展。 以穗黔刺梨产业协

作为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方法,分析东西部产业协作有效的实践逻辑与制度基础。 研究表明,西部地

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现代化生产要素的短缺,而东西部产业协作能够在技术、品牌和消费方面补强这些短板,不仅

能够通过专业化运营加速要素集聚与资源优化配置,还能够跨越市场行为边界,构建一个由政府、市场与社会多

元主体参与的,融合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元利益维度的立体合作框架,实现公平与互惠的共赢格局。 然而,要稳

固这一协作模式,还需依赖科学的考核机制与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并要求特定市场参与者具备高度的市场驾

驭能力。 由此,东西部产业协作成功的密码是不仅要选择性引导合作领域与参与主体,还要强调制度设计的精

准化与协同性,以保障协作双方高效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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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East-West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be eff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collaboration in the thorn pear

industry between Guangzhou and Guizhou

XIE Zhiju, SUN Yong, LIANG Q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East-West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is a crucial ele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imed at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collaboration in the thorn pear industry between
Guangzhou and Guizhou as a case study, employ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st-West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s faces a shortage of modern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East-West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precisely addresses these deficiencies. It not only accelerates the aggregation of factors through specialized
operations but also transcends market behavior boundaries to construct a more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other interests. This framework fosters a win-win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However, solidifying this collaboration model requires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mechanism, a
reasonable benefit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high market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from Eastern market participants.

43

中国软科学 2024 年第 9 期



Therefor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East-West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lies in the careful selection of specific cooperation
areas and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the precision and refinement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ensuring efficient 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both parties.
Key words: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dustrial assistance; market mechanism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东西部协作是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举

措,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措施。 自 1986 年国家开启

有组织的扶贫计划以来,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结

对帮扶的实践在不断探索,制度也在不断强化。
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了东

西部扶贫协作会议,随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并完善了

《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办法》,使东西部协作的制

度相较以前更加全面化和规范化。 正是由于东西

部协作制度化程度越来越高,其成效才日益显著。
例如,从协作资源投入来看,2015—2020 年间,东
部 9 省(市)共向中西部 14 个扶贫协作省份投入

财政援助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 1 005 亿多元,双方

干部人才交流 13. 1 万人次,超过 2. 2 万家东部企

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 1. 1 万亿元,自 2018
年以来共计采购、销售各类产品 1 265. 8 亿元。 从

协作减贫成果来看,东西部协作助推了全国 9 899
万个贫困人口脱贫、12. 8 万个行政村出列、832 个

贫困县摘帽,其中仅广东省帮扶广西壮族自治区、
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西南 4 省 9 747 个贫困

村出列、500 多万个贫困人口脱贫。
与此同时,学界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与探讨。

在分析中央主导下的东西部协作总体特征时,有
研究提出了不同的概念和模式,如“中央诱导型的

地方合作” [1] “府际跨区域协同治理” [2] “横向转

移支付” [3]“政治性馈赠” [4] 等。 在诸多研究成果

中,协作机制、协作关系、协作内容等,则成为关注

的重点。 研究发现,相较其他对口政策,东西部协

作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协作机制,包括组织领导机

制[5]、运行机制[6]、激励机制[7]、保障机制[8]等;在
协作关系方面,东西部结对关系呈现出由“点轴

式”向“网络化”发展的趋势[9],并通过帮扶关系的

不断优化,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互动中形成了政

府主导、市场和社会参与的协作网络关系;在协作

内容上,东西部结对帮扶可以发挥地方定向援助

和区域协作的优势[9 - 10],通过资金支持、人才支

援、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等手段[10 - 13],
克服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不全、市场发育不足等缺

陷,客观上推进城乡区域资源配置优化、释放市场

效能,助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15 - 17]。 通过

市场要素的互动与交换,东西部协作可以弥补市

场失灵、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有效促进公平惠益,
促进西部地区进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并助力实现共

同富裕[15 - 17]。
虽然目前学界已对东西部协作进行了一些研

究,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坚实的

基础。 但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
要使农业农村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村与国

家同步实现现代化,却鲜有研究深入探索东西部

协作中的产业协作领域,并揭示东西部产业协作

的成功经验与运行机制,而这些探讨又对推动东

西部协作机制、协作理念、协作内容、协作关系进

一步优化,推动东西部协作效能进一步提升有重

要价值。 基于此,本文依据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

究院团队 2020—2024 年在广东省和贵州省调研获

取的东西部协作实践材料,讨论东西部产业协作

之所以能有效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实践逻辑和制度

基础,以期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

标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模式与政策建议,深化对新

时代背景下东西部产业协作机制创新的理解,并
为未来相关政策制定与策略调整贡献实证依据与

理论参考。
一、案例选择与调研方法

(一)案例选择及其典型性分析

在全国所有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中,粤黔协

作是成效最明显的协作之一。 其成效体现在:在
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中,广东省连续 7 年走在全国

前列,贵州省连续 3 年走在全国前列。 广东省利用

自身优势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带动超 1 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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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投资贵州省,如平安、万科等企业,投
资额逾 3 000 亿,助力贵州省特色产业、优势产业

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了“西部产品 + 广东市

场”的合作模式。 其中,“穗黔协作”尤为突出,成
功案例如刺梨、蜂糖李、滚山鸡产业,产值显著增

长。 尤其是,广州市帮扶贵州刺梨产业的案例典

型地展示了东西部产业有效协作的机制。 尽管贵

州省具备发展刺梨产业的自然条件,但此前未形

成大规模产业,且因市场风险(刺梨产品市场认知

局限,主要消费群体在贵州省),东部企业鲜有涉

足。 2018 年起,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药集团”)通过技术、品牌、市场等现代要素的

注入,使刺梨产业产值激增至 150 亿元以上,加工

企业数量剧增,产业链得到强化和完善,成为粤黔

产业协作的典范。 此案例不仅彰显了粤黔协作的

高效性,还为探讨政府在产业协作中的作用及其

边界提供了借鉴,有助于揭示东西部产业协作背

后的实践逻辑与制度基础。
(二)调研方法

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非常适合描绘经济动态

及解析变迁动因[21 - 22],故而被采纳来深入剖析东

西部产业协作的实践逻辑。 为确保研究全面客

观,调研对象覆盖了政府部门、社会组织、高校及

企业等多类主体,特别是涉及产业协作的上下游

企业和园区。 选择的受访对象囊括多样化的利益

相关方,从而使得调研获得的结果偏差较小、可信

度更高。 所有受访人均直接参与协作,拥有丰富

经验,能精确阐述其行为及意义。 自 2020 年 3

月—2024 年 3 月,课题组历时 4 年,紧密追踪调研

贵州东西部产业协作,累计访谈了从国家到地方

各级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及企业、社会代表共 368
人。 其中,穗黔刺梨产业协作作为重点项目被深

入探究,课题组深度访谈与此相关的东西部协作

干部、受扶地区干部和刺梨种植、加工、流通、销售

环节相关负责人、农户、消费者以及广药集团代表共

128 人次,观察了 15 个典型案例,这一系列调研深

化了课题组对东西部产业协作成效与机制的理解。
课题组采取的调研方法主要是深度访谈法和

参与式观察法。 其中,深度访谈法,主要是对涉及

穗黔刺梨产业协作的关键主体进行访谈。 在访谈

过程中,课题组结构化扩展访谈对象人数,直至资

料和信息饱和,严格制定访谈标准,确保每次访谈

时间 60 ~ 90 分钟,访谈内容通过录音、转录并分

析,以归纳提炼协作模式与策略,结合理论文献进

行验证。 参与式观察法主要是对 15 个典型案例场

景进行实地考察,涵盖种植、加工、流通、销售等全

链条节点。 依据文献与专家意见选定观察点,维
持客观视角记录 2 ~ 3 小时的现场活动,包括行为、
对话及环境细节,辅以录音与拍照,深入洞察东西

部产业协作机制与实际运作情况。
二、东西部产业协作有效的实践逻辑

单就市场表现而言,穗黔在刺梨产业上的协

作之所以较为成功,是因为东西部产业协作专业

化、系统化地补齐了贵州省刺梨产业发展所缺少

的现代化生产要素,这种协作有效的实践逻辑如

图 1 所示,以下详述。

图 1　 东西部刺梨产业高效协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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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技术赋能:优化产品供给结构

新技术的开发和吸收推广是农业产业现代化

的重要条件。 技术创新可能存在市场失灵问题,
当私人用于技术创新的成本大于收益时,私人企

业便会减少投资,这会进一步抑制创新[23]。 从动

力来看,技术创新不仅需要市场自发式创新,还需

要有政府建构式创新。 从方向来看,技术创新的

过程可以被看成资源转化的过程[24],市场需求也

会驱动技术创新[25]。 贵州省刺梨产业的技术创新

是资源市场和消费市场双重导向的自发式创新。
从资源市场导向来看,依据原材料丰富且价格低

廉的优势,贵州省进行了刺梨产业深加工。 实践

经验表明,刺梨虽是“维 C 之王”,但由于其鲜果全

身带刺且味道酸涩,难以直接食用,因而需要在种

植地周边深加工,深加工产品产值成为其主要的

产值。 从消费市场导向来看,这样的加工受制于

生产设备落后的粗加工,生产出来的产品难以被

市场所接受。 例如,调研显示,贵州省刺梨生产者

普遍不知道消费者需求,大多数加工企业都以销

售刺梨原汁产品为主,而“原汁的口感不好喝,难
以被消费者所接受”。 这说明,像刺梨这样的特殊

产业,其产品价值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第二产业要

素中深加工产品的精细程度与市场需求,应当在

技术上优化产品供给。
在排除流通与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

供给大于需求导致的生产过剩、产品滞销等供需

失衡现象,几乎是西部地区农产品面临的普遍难

题。 贵州省刺梨产业也不例外。 贵州省刺梨产业

供大于求,是刺梨产业三次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是

消费市场需求错位的必然。 调研得知,2018 年,贵
州省刺梨综合产值为 30 多亿元,其中鲜果销售产

值比加工销售产值高,且省内销售额是省外的 2
倍。 无论原材料是否具有市场前景,只有将农产

品变成商品尤其是稀缺商品,其附加值才能够更

好地提升。 由此,贵州省刺梨供需失衡的主要原

因,在于供给侧的深加工产品不能有效满足市场

的需求。 具体而言,虽然当时贵州省相关部门多

次组织专家团队开展技术攻关与研发,但刺梨深加

工产品中的“酸味”和“涩味”一直难以去除,且一支

50 毫升的口感“酸涩”的刺梨原汁价格达 60 ~ 80
元,因此仅有少部分有保健、治病需求且有经济实

力的特殊消费者才有意愿和能力购买,大量的普

通消费群体从味道和价格上都望而却步。 再加

上,作为当时贵州省 12 大支柱产业之一,刺梨产品

及其功效被省外消费者熟知的程度不够,所以省

外销量不高。 在此背景下,如何进行技术创新,让
刺梨汁口感适合消费者的需求,是影响贵州省刺

梨产业产品价值的关键因素。
贵州省刺梨产业的技术创新离不开广药集团

的支持,也离不开政府的主动构建与引导。 政府

构建式技术创新,是在政策工具引导下,市场主体

受行政激励或约束条件影响而作出的创新选择。
2016 年 11 月,中央关于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优化

完善后,广州市对口帮扶贵州省黔南州、毕节市。
2018 年,粤黔两省领导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决定由

广药集团帮助贵州省刺梨产业发展。 广药集团是

一家老牌的国有企业,受政治任务与社会责任的

驱动,迅速制定了帮助贵州省刺梨发展的“136”方
案①,并成立了刺柠吉研究院,对刺梨种植标准、贮
藏保鲜标准、加工技术标准等进行研发。 在耗时

98 天投入 1 亿元研发费用后,广药集团研发出了

营养与口感兼具的刺梨汁新品“刺柠吉”。
(二)品牌塑造:增强产销对接信心

品牌是基于物质产品或服务、消费者的体验

感知、符号体系及象征意义等要素的系统生产、互
动沟通、利益消费而形成的信用体系。 品牌塑造

既是市场主体的经营策略,也能解决产业发展领

域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 在农产品生产经营领

域,品牌主要包括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

品牌。 不论是哪种品牌,当品牌影响力显现后,就
会产生溢出效应。 不过,受产权保护、市场监管不

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不愿意将资金投入

到品牌尤其是公共品牌的打造中,以防其他企业

“搭便车”,这使得品牌塑造更像公共物品的投入,
可能会出现“公地悲剧”。 政府供给是公共物品的

主要来源,只不过西部地区公共物品依赖政府的

程度更高。 例如,贵州省刺梨 2012 年被国家质检

总局批准为地标产品,这有利于贵州省刺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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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36 方案”:“1”即“贵州省刺梨时尚生态产业发展方案”,“3”即文化、科技、市场三大支撑,“6”指资源、政策、产品、资金、品牌、运
营 6 个着力点。



公用品牌的建立,但该如何进一步维护和推广该

品牌,当地企业的愿意则不太强烈。 根据贵州省

政府的统计,2012—2018 年,贵州有 15 个县开展了

刺梨的规模化种植,具有一定规模的刺梨加工企业

只有 35 家,有品牌识别系统并正在应用的不超过 5
家,而真正品牌化运作、全链条覆盖市场的贵州省刺

梨生产企业几乎为零。 因此,当时贵州省的刺梨产

业,呈现出“有产能没市场,有市场没品牌”的状态。
贵州省刺梨产销对接的问题通过广药集团品

牌打造得以解决,这克服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

弊端。 广药集团的“王老吉”品牌,是近百年的知名

老字号,品牌价值高达 1 080 亿元,是“中国饮料第

一品牌”“全球销量第一的天然草本饮料品牌”。 广

药集团利用王老吉品牌效应将新开发的刺梨饮料命

名为“刺柠吉”,这是一种不同元素品牌联合的模

式[26],使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刺梨汁,进而提升贵州

省刺梨产品的知名度。 调研显示,“在广药集团介

入之后,贵州省的刺梨产品更容易被消费者所接受

了,可以说是全面开花”。 广药集团相关负责人也

表示:“以前贵州省刺梨十来家,品牌十个八个,而目

前拓展到几百家企业,品牌两三百个。”根据调研,经
过技术创新,贵州省刺梨产品得到了消费者的普遍

认可,本土的种植、加工和销售企业信心大增,在口

感、包装、配料等方面纷纷效仿广药集团“刺柠吉”
产品,到处寻求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逐渐产出更

多消费者易于接受的饮品。 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注重品牌创新与宣传,以致贵州省刺梨企业及

其产值,从 2018 年的 40 多家 30 多亿元,迅速飙升

至 2022 年的 300 多家 150 亿元,成效十分明显。
(三)消费帮扶:拓展产品销售渠道

消费帮扶,过去称为“消费扶贫”,是指政府采

取制度化、组织化、市场化手段,引导社会各界尤

其是东部政府、市场、民众购买西部结对地区产

品,进而带动结对地区产品规范化、规模化、组织

化生产、运输与销售的过程[27]。 消费帮扶是帮助

脱贫地区农民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

要举措,成效显著。 截至 2021 年 12 月,全国各部

门、各地区累计直接采购和帮助销售脱贫地区产

品超过 4 500 亿元。 消费帮扶的说法始于 2018 年

12 月,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

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指出

要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进

入乡村振兴阶段,消费帮扶依然是帮助欠发达地

区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政策工具。 为此,
2022 年 12 月,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印发了《关于

组织开展“消费帮扶助农增收集中行动”的通知》,
广泛动员东部省份、有关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和电商

平台企业等多方力量参与。
产品销售渠道的拓展,离不开消费帮扶。 根

据马克思经济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相关理论,生产、
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是相互影响的,生产决定

消费、分配、交换及其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这

些要素又会决定生产[28]。 作为贵州省 12 大支柱

产业之一,贵州省刺梨产品及其功效被省外消费

者熟知程度不够,销售渠道不够畅通,造成了生产

产品滞销。 在技术创新和品牌宣传的基础上,如
何打通产销渠道、精准对接消费者需求,是贵州省

刺梨产品价值变现的关键一步。
为进一步打开贵州刺梨产品市场,广州市协

作办公室在广药集团营销体系基础上,重点加强

刺梨产品购销的政策引导与市场培育,形成了诸

如消费帮扶专班、消费帮扶联盟、消费帮扶工作组

等虚拟型任务组织,创设消费帮扶专馆、专柜、专
区、专列、专站等手段。 主要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

是以消费帮扶场所为载体进行刺梨产品展销。 广

州成立了以“一站、十批、百馆、千店、万机”为模式

的消费帮扶联盟,为刺梨厂家销售、产品展示和工

会购买提供一站式服务,并依托批发市场、消费帮

扶专馆、加盟超市门店、自动售货专柜等销售刺梨

产品。 二是针对潜在刺梨消费群体进行分级分类

宣传引流。 例如,针对广州市 200 万人的工会人

群,依托广州产权交易平台、广府通、广东农科国

企平台等载体,对接国企、公安、城管、教育、医疗

等各个职工采购系统;依托今日头条、南方 + 、南
方 Plus、触电新闻等媒体,对 20 万个中考、高考、养
生等有提高免疫力和注意力需求的重点群体精准

推送广告。 三是进行刺梨产品及其物流价格规

制。 刺柠吉零售价、团购价均由王老吉与消费帮

扶联盟统一协商定价,再通过控制货源来逐步统

一规范市场价格。 经过竞争性市场检验,刺柠吉每

罐售价为 4 元 ~ 6 元,这是一个企业有盈利消费者

易接受的价位。 四是将刺梨购销进行激励,纳入考

核体系。 对各销售帮扶专馆制定 200 万元 ~ 500 万

元的销售任务,定期通报、排名刺梨产品采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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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多年印发《关于购买刺柠吉荔小吉等帮扶产品

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以引导工会采购;每年

评选 100 个刺梨产业帮扶突出贡献单位和个人;凡
在“832 平台”上购买刺柠的单位,与王老吉协商给

予一定的返利。 通过政府的消费帮扶与广药集团 2
亿元消费券②的刺激,“刺柠吉”产品的销售额从

2019 年的 1 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5 亿元,再到 2022
年的 10 亿元,其中“50%的销量在广东省,而广东省

的销量 50%在广州市”,帮扶成效十分显著。
三、东西部产业协作有效的制度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推动更有

效、更公平、更绿色的发展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点。 而东

西部产业协作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即能够

动员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的力量,
形成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 从政府的角度看,东
西部产业协作工作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是“政府主

导、高位推动、互惠互利”的一种帮扶方式,中央政

府利用制度安排促使东部省份和西部省份结对协

作,依托科层制的层级体系与超越科层制的府际

关系,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常态化的考核机

制与严格的考核方式,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

转化。 特别是通过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专家学者

对东西部协作成效的交叉评估、混合考核,在一定

程度上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更加科学,这区别

于西部的招商引资和产业转移对接活动,后者以

市场为主导的企业间合作为主,它们会更多基于

收益成本比进行产业转移决策,西部地区发展中

的一些不利条件会阻碍招商引资和产业转移的成

效,而东西部产业协作的利益联结机制,涉及政府

对企业的扶持并要求其帮扶成果惠及参与群众,
这样就使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链条得到延伸,企
业活动会同时考虑公平和效率,能够克服单纯市

场机制下西部的招商引资和产业转移对接活动的

不足。 在这种协作中,既考虑了微观层面的市场

主体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又充分发挥了不同层级

政府的功能和特色。 例如,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制

定政策和规划,省级政府主要负责协调和监督,县
级政府主要负责实施和服务。 这样,市场与政府

的协同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效地促进了

东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利益均衡。 因此,东西

部产业协作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在一定范围内

超越市场主体的局限性形成了包括政治利益维度

在内的更全面的利益结构,有效促进了西部地区

资源环境优势的发挥和现代化生产要素的补齐,
从而在产业发展的同时打造出公平互惠的利益分

享机制,见图 2。 此外,这种协作通过特色产业将

资源环境的优势转化为价值,在实现发展的同时

也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兼顾了人口规模巨大、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等

特征。 因此,这种协作兼顾了效率、公平和绿色,
这是其能够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基础。

(一)政治利益驱动

从制度上看,贵州省刺梨产业协作之所以有

效促进共同富裕,主要是受到政治利益的驱动。
为何是政治利益驱动? 访谈时广药集团大健康产

业负责人明确表示:“从 2019—2023 年,广药集团

投入在贵州省刺梨产业研发、品牌和市场的资金,
高达 20 亿元,目前才基本收回投资。”也即,在疫情

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且短期收益不能抵扣成本、长
期收益也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广药集团还愿意斥巨

资来支持贵州省刺梨产业发展,这不仅仅靠企业的

社会责任来支撑,更重要的是要完成政府交办的政

治任务,承担政治责任。 这份政治责任是受到自上

而下的权威势能所影响的[29],上有命令,下必服从。
众所周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区
域发展不平衡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中央

政府通过如东西部协作这样的制度安排,将帮扶任

务委托给地方政府。 东部各地方政府面临纵向的政

治压力和横向的考核排名竞争压力,地方政府的帮

扶任务重,在帮扶方面投入的资源更多,自然而然会

将政治压力传导到辖区内有实力承担帮扶任务的国

有企业身上,使其在政治利益压力下进行此类投资。
这也就解释了贵州省刺梨产业发展过程中,为何国

企的参与比民企的参与更积极,且带来更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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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2020 年 4 月 22 日,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翁少全宣布王老吉将发放 2 亿元刺柠吉扶贫消费券,以消费扶贫持续带动

贵州省刺梨产业发展。



图 2　 政府与市场的产业协同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那么,政治利益激励是如何让东西部产业协

作形成稳定的利益结构的呢? 一方面,是在政府

绩效考核指标中嵌入市场要素。 例如,将产业、消
费和劳务协作等涉及市场主体参与的内容作为东

西部协作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把招商引资

实际到位额度作为 2022 年后的重要考核指标,这
使得东西部地区政府需要更多地考虑产业协作的

实际效率。 再如,粤黔两地规定东西部协作资金

用于西部产业发展的比例不得低于 55% ,同时东

部相关政府部门每年都要对协作资金的使用审计

1 次,这使得政府会主动思考资金使用的投入成本

和收益增值等市场问题。 另一方面,在市场主体

业绩考核中嵌入政治要素。 由于企业的生存、发
展离不开政府在财政资金、税收优惠、土地流转、
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支持,这使得企业愿意响应政

府的号召,且在响应号召时不能考虑短期的经济

利益,愿意承受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并与当地居

民形成公平惠益分享机制。
(二)考核评价促进

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绩效考核在政府治理中发

挥着重要的价值与作用,因此广泛应用于政府治理、
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中[30],并被作为绩效评估的主

要方式。 东西部产业协作正是通过政绩考核来促进

协作两地制定有效的战略规划、政策体系并高效付

诸实施,在优选产业和企业的情况下推动全产业链

条形成,从而确保产业协作持续有效。 访谈发现,

自 2016 年中央出台东西部扶贫协作指导意见和考

核评估办法以来,受考核评价的影响,国有龙头企

业参与的积极性比其他企业更高,“这有效促进了

贵州省刺梨全产业链的形成,也使得贵州省刺梨

产业发展比其他产业发展更加高效”。 正因如此,
在粤黔两省党政联席会议上,广州市党政领导点

名让广药集团、广州酒家集团、越秀集团等国有企

业帮助贵州省刺梨、皂角、生猪等产业的发展。
绩效考核将东西部产业协作效率制度化与规

范化,并通过考核结果与帮扶干部升迁、帮扶成效

排名挂钩等方式,促进产业协作政策落地。 例如,
广东省与贵州省的东西部协作工作在中央绩效考

核过程中持续多年排名第一,这给参与粤黔协作

的相关主体莫大的鼓舞与信心,让他们以更强的

动力与更高的效率去协作。 也因此说明,绩效考

核所发挥的“指挥棒”作用,辅之以任务为目标的政

治动员、以帮扶为目标的情感动员、以升迁为目标的

利益动员等动员体系,是不断助推东西部产业协作

多元主体形成更加稳定的利益结构的主要原因。
(三)利益公平普惠

所谓“公平普惠的利益联结机制”,是指产业

协作过程中的收益,不仅仅要有利于促进前述所

说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均衡,还要让产

业链条中的各主体公平受益。 正所谓“这种利益

联结机制并不限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不同类型主

体之间,也体现在东西部地区之间、不同参与主体

04

中国软科学 2024 年第 9 期



之间,呈现出多层次的重复博弈的利益关系” [31]。
产业协作的常见状态是西部地区出资源、场地、劳
动力,东部地区出理念、技术、资金、市场,两地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共担成本和共享收益,进而促

进梯度转移。 例如,西部地区在厂房租赁方面,一
般是“三免两减半”,即前三年免租,后两年租金减

半;在土地使用方面,往往会给予低于市场价的建

设用地指标;在营商服务上,往往推出 “贵人服

务”,即以最优质的服务抓招商,建设国内一流营

商环境。 在政府加大刺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广
药集团下属的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贵

州潮映大健康饮料有限公司的合作,使得合作产

生的品牌“刺柠吉”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实现

了协作企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协同竞争优

势,以有为政府推进有效市场的建构。 广药集团

大健康办主任谈到其与受扶地区利益联结机制时

也表示:“这些合作让企业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和

品质保证,又可以让农户获得技术指导和市场保

障”。 市场经济的繁荣增强了政府撬动经济增长的

能力,形成企业家“业绩”与官员“政绩”的相互推

进[32],使两地不仅有政治效益,还有经济效益。
在政府引导下,广药集团利用自身在中药和

饮料行业的优势,开发了“刺柠吉”等系列刺梨产

品,将贵州省刺梨推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这些

产品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促进了社会力量

参与扶贫,也为王老吉带来了新的利润空间,并通

过供应链反馈到贵州省刺梨产业系统,为当地农

民增产增收。 当然,社会力量也是东西部产业协

作的有益补充,属于第三次分配。 根据东西部协

作工作队的描述,社会力量主要依靠志愿精神与

情感手段,在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等民生领域进

行帮扶,这些帮扶以教育协作、就业协作、消费协

作等形式,延伸至东西部产业协作的每个空间[13]。
例如,始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广东扶贫济困

日”,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0 日,该帮扶活动开展

10 多年来,共吸引超 1 000 家社会组织、近万家企

业、100 多万志愿者、2 000 多万爱心人士参与,累
计募集社会资金超 420. 8 亿元,成功对接慈善项目

近 5 000 个,引导各行各业积极采购帮扶地区农特

产品,为广东省“十三五”期间打赢脱贫攻坚战、做
好东西部产业协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

见,在东西部产业协作中,政府、市场与社会三重

力量要实现基本平衡,公平普惠的利益联结机制

就尤为重要。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东西部产业协作在推动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

正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深入分析这一政策成效,
本文以穗黔刺梨产业协作为例,采用实证调查中

的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法,探讨东西部产业协

作有效的实践逻辑与制度基础。 研究表明,政府

引导的东西部产业协作是必要的、有效的,也是有

限的。 说它是必要的,因为西部地区特色产业缺

乏现代化生产要素,需要外部地区提供技术、资
金、市场等支持来补齐发展的短板,并充分发挥资

源环境要素的优势,就需要东西部政府与市场共

同努力;说它是有效的,因为东西部产业协作能够

专业化地高效补齐生产要素,形成包括政治利益

维度在内的全面利益结构,实现公平互惠的利益

分享机制,相比西部的招商引资和产业转移对接

活动对市场条件的依赖,东西部产业协作有利于

更高效地将特色资源转化为商品,在短期内可能

东西部产业协作并不具有最优的经济效率,但可

以带动西部地区的全产业链的建立和完善,从而

产生了显著的正外部性;说它是有限的,因为东西

部产业协作需要政策要素的支持和市场主体的配

合,不能一刀切地推广到所有产业和地区,而要根

据各地资源禀赋做出优选策略与体制机制保障。
研究还表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

之一,东西部产业协作有效的制度基础在于政治

利益驱动、考核评价促进和利益公平普惠。 事实

上,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东西部产业协作政策,就是

基于现有的区域资源禀赋、社会需求和市场规律,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逐级引导下,不仅要让一部

分人、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行业优先发展起来,还
要让先富带动后富;不仅要让东部地区帮助西部

地区,还要实现东西部的双向协作;不仅要注重发

展效率,还要注重分配公平;不仅要注重福利性分

配,还要通过政府引导,让欠发达地区和脱贫人口

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利益分配链条中来,形成产业

链、价值链和制度链三维市场空间体系的建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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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要注重资源的开发利用,还要注重资源环境的

保护,通过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优势,变资源

环境劣势为资源环境优势,助力推动人类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市场

与社会有序参与,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

体共赢的国家治理过程,进而实现政治绩效增长、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公平惠益。

东西部产业协作虽有很多成功案例,但并非

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推广需要考虑一些重要的边

界条件。 首先,组织者的控制力需适度且强有力,
以确保东西部产业协作中资源的有效调配与利益

均衡。 中央与地方政府作为委托方与代理方,通
过明确的职责划分与激励机制,促成协作政策的

精准落地。 穗黔刺梨产业协作展示了通过科学规

划、协议签订、联席会议等高效协同机制,成功优

化资源配置的实例。 其次,关键生产要素须达到

激活市场的阈值,特别是新型要素如资本、技术的

引入对西部地区尤为重要,以避免“木桶效应”限

制发展。 政府与企业的合力,如政策支持、资源整

合与龙头企业的市场导向,能有效促进关键生产

要素的补齐。 最后,政治利益的融入是激发协作

动力的关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治指导与市场

参与者的政治认知共同作用,确保协作不仅遵循

经济规律,还要获得必要的政治保障,实现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总之,东西部产业协作的

推进需平衡多维要素,既要初期依靠政治推力打

破市场局限,也要逐步向市场自主驱动过渡,确保

长期的经济可行性和协作的持续发展。
(二)现实挑战与政策启示

作为推动我国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策略,东
西部产业协作虽成效显著,但仍面临一系列深刻

而复杂的现实挑战,这些挑战相互交织,共同构成

了协作深化的障碍。 首先,考核机制的单一化倾

向是问题的核心之一,当前协作评价体系过分强

调企业数量、资金规模等易于量化的指标,而忽视

了协作项目的真实效益与长远影响。 这种结果导

向的考核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和企业追求短期可

见的政绩工程,导致资源被分散地“撒胡椒面”式

投放,不仅未能发挥最大效能,反而造成了不必要

的资源浪费。 究其原因,是缺乏一套全面评估协

作效益的科学体系,难以准确捕捉协作带来的经

济社会变迁。 其次,产业同质化现象广泛存在,合
作项目往往未能充分挖掘各地的比较优势,产业

链构建停留在初级阶段,缺乏深度与广度。 这一

现状反映了协作规划中对市场细分、差异化发展

的忽视,以及对当地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分析的

不足,导致产业合作难以形成互补优势,陷入低水

平竞争的循环。 再者,利益分配不均是另一个突

出难题,东部地区因资金、技术实力雄厚,在协作

中占据主导,而西部地区则更多承担资源提供者

的角色,所得利益有限。 加之利益联结机制不健

全,真正惠及减贫群体的效果有限,常出现“垒大

户”现象,这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也不利于产业

生态的健康发展和结构优化。 长此以往,将挫伤

西部地区的合作积极性,影响协作的可持续性。
此外,现代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面临着市场失灵

的困境,信息不对称、非竞争性市场、文化制度约

束等因素构成主要障碍,比如西部地区市场经济

意识相对薄弱,自然经济和小农思维占主导,加之

区域间、部门间的行政壁垒,严重影响了政府与企业

间的高效沟通与协作,增加了协作成本,降低了东部

地区参与的积极性和信心,限制了先进生产要素的

有效引入和应用,也制约了产业的现代化升级。
要解决这些东西部产业协作中遇到的挑战,

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鉴于部分地区政府在东西

部产业协作中的组织力和控制权不足,以致协作

项目的选择、实施和监督缺乏有效协调和规范,建
议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组织力和控制权,尤其是调

动政府支配程度比较高的资源要素,比如国有企

业,使其依据其擅长的领域深度参与到东西部产

业协作中,而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发包的任务开展

形式化的帮扶,但也要谨防过度干预造成软预算

约束的困境,对产业协作提供扭曲的激励,导致低

效率的资源分配和经济行为。 其次,目前东西部

产业协作关键要素的配置还不平衡,西部地区本

身不仅欠缺关键要素,还欠缺吸引关键要素的软

硬件基础设施环境,比如教育、医疗、制度环境等。
为此,不仅要通过政治动员吸引关键要素本身,还
要通过优化要素集聚的环境形成集聚关键要素的

吸引力。 最后,东西部产业协作的考核内容主要

是东部企业到西部投资的协议数量与协议额度,
以及协作中的联农带农情况、协作后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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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至于协作中带动产业发展的整体效益,如
把特色产品的整体市场蛋糕做大做强,带动全产

业链发展及发展中如何让各方均衡受益,尤其是产

业协作带来的生态服务、社会公益、政治稳定等方面

的正外部性,则不在考核的范畴。 当然,这一方面与

这些内容难以量化为具体的考核指标有关,另一方

面还是现有的考核机制有缺陷。 因此,根据本文研

究的发现,还应坚持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隐
性收益与显性收益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优化考核

机制,建立更科学、合理、公正的考核体系,为东西部

产业高质量协作提供引导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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